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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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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模式，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手段。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２０１９ 年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

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农户之间的信

息传递和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

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 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率，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是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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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同群效应是指个体行为不仅受到收入等自身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周围相同社会

经济地位群体的影响 ［１］ 。 其理论缘由在于个体在做决策时通常具有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特

点，个体行为会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同伴群体的影响。 目前，同群效应理论在教育学、公共经济

学、企业管理等领域得到较多的运用，并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如教育资源分配 ［２］ 、反贫困政策

制定 ［３］ 以及企业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４］ 等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 本文拟将同群效应的研究拓展

至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领域。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大大降低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提高

了农村金融供给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５］ ，为农户等弱势群体获得覆盖范围更广、使用程度

更深的金融服务提供了可能 ［６］ 。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旨在通过农村数字普惠金

融为乡村振兴战略引入金融“活水” 。 与城镇家庭相比，我国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

偏低。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达 ３２％，而农

村家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仅为 ２０．９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显示，城镇家庭数

字普惠金融使用率达 ５９．６９％，而农村家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仅为 ３３．５２％。 农村数字普惠金

融的低使用率不仅无法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制度优势，而且产生的

数字鸿沟还可能拉大社会贫富差距 ［７］ 。
理清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机制，是有针对性制定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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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关键。 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发现传统金融使用情况 ［６］ 、金
融知识水平 ［８］ 、社会互动水平 ［９］ 等因素可能影响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 但是，已有研究

大多基于农户独立决策的假定，没有考虑到同群效应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响。 根

据同群效应理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会受到其所在村庄中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

行为的影响。 并且，同群效应具有社会放大器的作用，可能给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乘数

收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研究的问题是：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是否会受到同群效应

的影响？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哪些群体在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能产生更大的示范

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体在面临市场决策时，会结合自身条件做出最理性的决策。 同群效

应理论则认为个体的市场决策也会受到周围同样地位人群的影响。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需要进

行社交，通过社交人们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新闻、想法和意见等信息，从而影响人们的经济和金融

行为决策 ［１０］ 。 尤其是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同村农户间往往保持着紧密的日常交流。
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缺乏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１１］ ，在决定是否使

用数字普惠金融时需要从邻居、亲友等周围人群中获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 这些互

动交流能够增加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程度，进而提高其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能性 ［９］ 。
此外，群体认同的观念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根植已久，同群效应也有可能通过农户的群体认同感

在群体内部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 ［１２］ ，进而影响群体中每个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
因此，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不仅会受到自身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的影响，而且也

可能受到其所在群体中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１：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同群效应，即农户数字

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到同村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正向影响。
（二）同群效应影响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作用机制

１．信息传递机制

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是指通过群体网络中所嵌入的信息资源来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

决策 ［１３－１５］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同群效应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从众心理。 个体通过信息

传递观察到的同质性信息越多，越倾向于做出跟风与模仿的行为决策 ［１３］ 。 因此，当农户观察到

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后会进行模仿。 第二，基于地缘与亲缘的农村社会关

系网络能够极大地降低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且同群伙伴传递的数字普惠金融信息大多是来自

自身在本土情景下的实际体验，这样的信息更容易被农户理解与信赖。 因此，群体内的社会互

动更能够增强农户对新兴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熟悉程度，进而提高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

概率 ［９］ 。 另外，关于同群效应信息传递机制的研究还发现，当人们通过信息传递获取的信息越

多时，对事物的认知程度也会越深，其行为决策会更加倾向于做出理性判断，此时人们行为决策

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１５－１６］ 。 简言之，如果信息传递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那
么随着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了解，在影响其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诸多因素中同群效

应的作用将会减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假说 ２：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越多，其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越大。
假说 ３：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认知程度越深，其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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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
２．社会规范机制

群体中的社会规范是指除法律约束外，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促使个体行为与

群体保持一致的一种非正式约束。 同群效应的社会规范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规范

会在群体内形成群体认同观念，个体由于担心得不到群体认同会损害其在群体中的地位，在决

策时会做出与其他人相同的决策。 另一方面，除了形成群体认同，偏离群体的社会规范也会产

生污名效应。 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规范衍生出的面子观念往往会促使个体追求新颖的

产品 ［１７］ 。 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农户在对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风险与收益缺乏足够

认知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为了获得群体认同而选择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也可能因为担心不使用

新兴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而被认为“不时髦” “老土”导致污名化。 所以，社会规范也会影响农

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 ［１８］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４：在社会规范力度越强的地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

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９ 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 。 ＣＨＦＳ２０１９ 数据的调查范围覆盖

全国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１７０ 个城市、３４５ 个区县、１３６０ 个村（居）委会，ＣＨＦＳ２０１９ 家

庭层面的数据涉及家庭收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情况、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个体的婚姻状况、受教

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信息。 在剔除城镇样本和部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之后，
本研究最终使用 １２０４９ 个有效农户样本。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指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的模式 ［５］ 。 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标

选择上，本文重点分析农户数字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的使用情况。 借鉴已有研究 ［６，８，１９］ 的

做法，若农户使用数字支付、数字理财以及数字信贷中的任意一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则认为其

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此时被解释变量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２．核心解释变量：同村农户使用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除样本农户以外的同村其他农

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变量定义为样本农户外同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户数量 ／ （样本农户

所在村庄农户总数量－１） 。
３．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金融

知识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家庭年收入、家庭传统金融使用、家庭社会互动、家庭劳动力规模等

家庭特征变量，村庄人均年收入、村庄常住人口占比等村庄特征变量。
４．作用机制变量。 （１）信息传递机制。 选择“通信支出”作为农户信息渠道的代理变量的理

由是农户的通信支出越多，参与的信息活动就越多 ［２０］ ，越容易捕捉到其他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情况。 鉴于此，本文将农户通信支出按中位数分为高通信支出组与低通信支出组。 此外，
本文选择“首次购买智能手机的时间”作为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了解程度的代理变量。 理由

是，较早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户接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更长，更容易对数字普惠金融有深入的

了解。 本文将农户首次购买智能手机的时间，以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

融概念为界，分为购买智能手机较早（ ２０１６ 年及以前）和购买智能手机较晚（ ２０１６ 年以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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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２）社会规范机制。 农村地区社会规范的形成往往受到当地宗族文化的影响，宗族文化越

强的地方，越容易形成社会规范。 长期以来，与其他省份相比，我国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安
徽、广东等省份宗族文化发展的尤为强大 ［２１］ 。 因此，本文进一步按照样本农户所在省份将样本

分为东南省份样本和非东南省份样本①。
５．工具变量。 尽管本文控制了个人、家庭、村庄层面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仍然存在反向因

果等内生性问题。 因此，选择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借鉴张川川和朱涵宇 ［１５］ 的做

法，本文选择样本农户以外的同村其他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作为工具变量。 理由是年龄是不能

由个体决定的变量，并且会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户主

年龄越小的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率越高 ［６，８，１９］ 。 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

的要求。 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农户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３５ ０．４７２

核心解释变量 同村农户使用率 样本农户外同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户数量 ／ （村庄

农户总数－１）

０．３３５ ０．１６５

个体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５８．１６５ １１．７７２

性别 户主性别：男 ＝ １；女 ＝ ０ ０．８４９ ０．３５９

婚姻状况 户主已婚：是 ＝ １；否 ＝ ０ ０．８６６ ０．３４０

健康状况 户主身体健康状况：１ ＝ 非常好；２ ＝ 好；３ ＝ 一般；４ ＝ 不

好；５ ＝非常不好

２．９３４ １．０４５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１ ＝没上过学；２ ＝小学；３ ＝初中 ４ ＝ 高

中；５ ＝中专 ／ 职高 ６ ＝大专 ／ 高职；７ ＝ 大学本科 ８ ＝ 硕士

研究生；９ ＝博士研究生

２．５３２ ０．９９１

金融知识水平 答对金融知识问题数量（道） ０．２９６ ０．５７０

家庭控制变量 家庭年收入 去年家庭收入总额（元） ，取对数 ９．３９３ ３．５８４

传统金融使用 家庭是否使用（投资） 过传统银行信贷、理财产品、刷

卡支付三者中的任意一种：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３７ ０．３４３

社会互动 去年家庭礼金支出总额（元） ，取对数 ３．６９９ ３．７５３

劳动力规模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１．９０９ １．１３６

村庄控制变量 常住人口占比 村庄常住人口 ／ 村庄总人口 ０．９４３ ０．０４９

村人均年收入 去年村庄人均年收入（元） ，取对数 ９．４０１ ０．４８１

作用机制变量 通信支出 农户通信支出是否高于中位数水平：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７７ ０．４８５

首次购买智能手机时间 农户是否在 ２０１６ 年及之前购买智能手机：是 ＝ １；否
＝ ０

０．４７９ ０．５００

社会规范 农户所在省份是否属于东南省份：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５

工具变量 同村户主平均年龄 除样本农户外同村其他农户户主的平均年龄（岁） ５８．１６５ ４．８５０

（三）计量模型

在计量模型的选择上，本文借鉴已有关于同群效应的研究 ［１５，２２］ ，设定如下线性概率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 ＝ α １
（ ｎ ｊ－１）

∑ － ｉｎ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βｘ ｉｊ＋γｚ ｉｊ＋ε ｉｊ （１）

（１）式中，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表示 ｊ 村样本农户 ｉ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情况，如果农户 ｉ 使用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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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１
（ ｎ ｊ－１）

∑ － ｉｎ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表示样本农户 ｉ

以外的 ｊ 村其他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 ｘ ｉｊ是一组个体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ｚ ｉｊ是村庄

层面的控制变量。
此外，由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传统的 ＯＬＳ 方法估计方程（１）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具体地，本文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其
中第一阶段回归方程如下：

１
（ ｎ ｊ－１）

∑ － ｉｎ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 ＝ α １

（ ｎ ｊ－１）
∑ － ｉｎ０

Ｈｅａｄ＿Ａｇｅ ｉｊ＋βｘ ｉｊ＋γｚ ｉｊ＋ε ｉｊ （２）

（２）式中， １
（ ｎ ｊ－１）

∑ － ｉｎ０
Ｈｅａｄ ＿ Ａｇｅ ｉｊ 为样本农户 ｉ 以外的 ｊ 村农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作为

１
（ ｎ－ｎ０）

∑ － ｉｎ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ｊ的排他性工具变量。 其他变量含义与（１）式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估计同村农户数字

普惠金融使用率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响。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Ｎ＝ １２０４９）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 １，是）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 ４） （ ５） （６）

同村农户使用率 ０．３０７∗∗∗（０．０２５） ０．２３８∗∗∗（０．０２４） ０．２２８∗∗∗（０．０２６） ０．２２７∗∗∗（０．０４３） ０．１６３∗∗∗（０．０４２） ０．１５７∗∗∗（０．０４３）

年龄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性别 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０．０１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５３∗∗（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０．００４） ０．０４１∗∗∗（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０．００４） ０．０４１∗∗∗（０．００４）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９∗（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０．０１１）

健康状况 －０．０３４∗∗∗（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金融知识水平 ０．１０７∗∗∗（０．００７） ０．０８７∗∗∗（０．００７） ０．０８７∗∗∗（０．００７） ０．１０８∗∗∗（０．００７） ０．０８７∗∗∗（０．００７） ０．０８７∗∗∗（０．００７）

家庭年收入 －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传统金融使用 － ０．２１２∗∗∗（０．０１２） ０．２１２∗∗∗（０．０１２） － ０．２１５∗∗∗（０．０１２） ０．２１４∗∗∗（０．０１２）

社会互动 －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劳动力规模 － ０．０４５∗∗∗（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０．００４） － ０．０４５∗∗∗（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０．００４）

常住人口占比 － － ０．０８３（０．０８１） － － ０．０８２（０．０８０）

村人均年收入 － － ０．０１４（０．０１０） － － ０．０２３∗∗（０．０１１）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Ｆ 值 － － － １１８．７１ １３３．５４ １２７．４５

Ｒ２ ０．２６３ ０．３０６ ０．３０６ － － －

　 　 注：①∗∗∗ 、∗∗ 、∗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表 ２ 第（１）—（３）列报告了 ＯＬＳ 的估计结果。 第（１）列估计结果显示，在仅控制个体层面变

量的情况下，同村农户使用率的估计系数为 ０．３０７，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同村农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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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普惠金融使用率每增加 １０ 个百分点，样本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率显著增加 ３．０７ 个百

分点。 第（２） （３）列在依次控制了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和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２３８ 和 ０．２２８，与第（ １）列的估计系数相近，且同样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２ 第（ ４）—
（６）列报告了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 第（４）列估计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同村农户使用率

的估计系数为 ０．２２７，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５） （６）列依次加入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和社区层面控制变量，依旧能够得到了与第（ ２） （ ３）列相近的估计系数结果，并且在 １％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 此外，第（４）—（６）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 Ｆ 值均大于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统计量

的临界值，表明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在控制变量中，传统金融使用、社会互动水平以及

金融知识水平均对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已有研

究 ［６，８－９］ 结论类似。 因此，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既可能是基于自身个体特征的理性决策，
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同村农户的同群效应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结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

用决策中存在同群效应，假说 １ 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村庄是我国农户的基本活动单位，农户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交流互动基本限定在

村庄范围内。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即使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不受同群效应的

影响，我国各地区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也会趋同。 因此，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伪回归”
的情况。 本文要证实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在村庄层面存在同群效应，就必须要证明农户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不会受到本村以外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影响。 即，农户数

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只存在于村庄内部，在更大范围内则观察不到同群效应的存

在。 借鉴张川川和朱涵宇 ［１５］ 的做法，本文利用同县不同村农户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安慰剂检

验。 表 ３ 第（１）列 ＯＬＳ 的估计结果显示，当不控制同村农户使用率时，同县不同村农户使用率

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但当控制了同村农户使用率时，如
表 ３ 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所示，同县不同村农户使用率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

响将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同村农户使用率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仍然有统计

上的显著影响，且估计系数为 ０．２２６，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表 ２ 第（ ３）列的估计

结果 ０．２２８ 相近。 此外，当本文将计量模型换成 ２ＳＬＳ 时，表 ３ 第（ ３） （ ４）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
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同县不同村农户使用率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响不再具

有统计显著性，但是同村农户使用率对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响仍然具有统计显

著性。 表 ３ 的估计结果说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同群效应主要发生在村庄内部，在更

大的空间范围内并不存在同群效应，因此排除了本文回归结果是“伪回归”的可能，同时也证明

了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３　 安慰剂检验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 ４）

同村农户使用率 － ０．２２６∗∗∗（ ０．０２８） －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９）

同县不同村农户使用率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６２６ １０６２６ １０６２６ １０６２６

　 　 注：ＣＨＦＳ２０１９ 数据中部分县域内只调研了 １ 个村庄，因此表 ３ 汇报的估计结果中丢失了部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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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替换计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文章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替换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估计。 将核心

解释变量同村农户使用率替换为工具变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三）作用机制检验

１．信息传递机制

为了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否存在，本文选择“农

户通信支出”作为农户信息渠道的代理变量。 因为，通信支出是信息主体在信息获取意识与信

息获取能力方面差异的集中体现，农户的通信支出越多，参与的信息活动就越多 ［２０］ ，越容易捕

捉到其他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情况。 因此，本文将农户通信支出按中位数分为高通信支出

组与低通信支出组。 如果存在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应当看到高通信支出组的农户受同群

效应的影响明显高于低通信支出组的农户。 表 ４ 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同村农户使用率和

高通信支出组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 ０．１４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同群效应对高通信支

出组的农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表 ４ 第（ ２） （ ３）列的估计结果显示，高通信支出组和低通信支

出组的农户受到同群效应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２６４ 和 ０．１５６，且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高通信支出组的农户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要高于低通信支出组的农户。 表 ４ 的估计结果证

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存在的，假说 ２ 成立。
表 ４　 作用机制检验———信息传递机制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全样本

（ １）

高通信支出组

（ ２）

低通信支出组

（ ３）

同村农户使用率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２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０）

同村农户使用率×高通信支出组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５） － －

高通信支出组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８）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０４９ ４５３９ ７５１０

　 　 前文分析表明，如果信息传递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那么随着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

的深入了解，在影响其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诸多因素中同群效应的作用将会减弱。 本文对

此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考虑到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水平是随着时间不断提高的，因此，本文选

择“首次购买智能手机的时间”作为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认知程度的代理指标。 因为，相比于

较晚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户，较早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户接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更长，更容易对

数字普惠金融有深入的了解。 表 ５ 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同村农户使用率和较早购买智能

手机组的交互项系数为－０．１３２，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同群效应对购买智能手机较晚

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即较早购买智能手机的农户受到同群效应的

影响更小。 表 ５ 第（２） （３）列的估计结果同样显示，较早购买智能手机的农户，其数字普惠金融

的使用决策受同群效应影响的系数为 ０．１７９，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较晚购买智能手机的

农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决策受同群效应影响的系数为 ０．２８８，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购买智能手机较早的农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决策受到同群效应的影

响更小。 表 ５ 的估计结果再次证明了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存在的。 综上，假说 ３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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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信息传递机制进一步检验———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了解深度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 １，是）

全样本

（ １）

较早购买智能手机组

（ ２）

较晚购买智能手机组

（ ３）

同村农户使用率 ０．２９９∗∗∗（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９） ０．２８８∗∗∗（ ０．０５４）

同村农户使用率×较早购买智能手机组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３） － －

较早购买智能手机组 ０．２５４∗∗∗（ ０．０２６）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５３９ ３１２９ ３４１０

　 　 注：ＣＨＦＳ ２０１９ 数据中部分农户尚未购买智能手机，因此表 ５ 汇报的估计结果中丢失了部分样本。

２．社会规范机制

农村地区社会规范的形成往往受到当地宗族文化的影响，宗族文化越强的地方，越容易形

成社会规范。 长期以来，与其他省份相比，我国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安徽、广东等省份宗族文

化发展得尤为强大 ［２１］ 。 因此，为了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同群效应的社会规范机

制，本文进一步按照样本农户所在省份将样本分为东南省份样本和非东南省份样本。 如果社会

规范是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应该看到东南省份样本受到的同群效应影响明显大于非东南

省份样本。 表 ６ 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同村农户使用率与东南省份样本的交互项系数为

０．０９４，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与非东南省份样本相比，东南省份样本受到同群效应的

影响更大。 表 ６ 第（２） （３）列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在社会规范力度越强的东南省份，农户数字

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同群效应估计系数为 ０．３０３，非东南省份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同

群效应的估计系数为 ０．２０７，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社会规范越强

的地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越大。 综上，假说 ４ 得到检验。
表 ６　 作用机制检验———社会规范机制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全样本

（ １）

东南省份样本

（ ２）

非东南省份样本

（ ３）

同村农户使用率 ０．２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３０）

同村农户使用率×东南省份样本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２） － －

东南省份样本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７）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０４９ ２０４４ １０００５

　 　 注：①∗∗∗和∗分别表示 １％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②控制变量包括表 １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

（四）进一步分析：不同子群中同群效应的估计

关于同群效应的研究表明，当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决策相互影响时，群体当中有可能会存在

“领导者” ，这类“领导者”的行为决策往往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１５－１６］ ，表现为非对称的同群效

应。 那么在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当中，哪些群体能够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 回答这一问

题有利于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选择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宣传对象，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

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和低受教育程度群体是数字普惠金融需要重点服务的对象，然而这两类群

体往往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 如何帮助他们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红利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鉴于此，本文按照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将样本农户分为不同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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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分别检验不同特征的农户在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示范效应。
１．户主年龄

首先，本文按照户主年龄将样本农户分为年轻样本与老年样本，分别计算了同村年轻群体

和老年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并估计了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对不

同年龄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响。 表 ７ 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年轻

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 表 ７ 第（ 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年轻群体

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会受到年轻群体的显著影响，但不会受到老年群体的显著影响。 表 ７
第（３）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同时受到了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

的显著影响，其中受到老年群体的影响更大。 表 ７ 的估计结果表明，尽管整体上农村地区年轻

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但是分样本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年轻群体

和老年群体均主要受到组内同群效应的影响，表现出对称性的同群效应 ［２２］ ，这说明不同年龄的

群体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决策中不存在明显的“领导者” 。 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年龄群体

之间存在交际代沟，导致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不同年龄群体的数

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到组外同群效应的影响较小。 因此，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策

上，期望年轻人去影响老年人的做法可能是低效的。
表 ７　 不同年龄子群中同群效应的估计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全样本

（ １）

年轻样本

（ ２）

老年样本

（ ３）

同村年轻农户使用率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同村老年农户使用率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１９４７ ６４１１ ５５３６

　 　 注：①∗∗∗和∗∗分别表示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②控制变量包括表 １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③年

轻群体指户主年龄在 ６０ 岁以下的农户，老年群体指户主年龄在 ６０ 岁及以上的农户；④ＣＨＦＳ２０１９ 数据中部分村庄的户主年

龄都在 ６０ 岁以下或者都在 ６０ 岁以上，因此表 ７ 汇报的估计结果中丢失了部分样本。

２．户主受教育程度

其次，本文按照户主受教育程度将样本农户划分为高教育程度样本和低教育程度样本，分
别计算了同村高教育程度群体和同村低教育程度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并估计了不同受

教育程度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对不同教育程度样本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的影

响。 表 ８ 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地区高教育程度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具有更

强的示范效应。 表 ８ 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高教育程度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高

教育程度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影响更大。 表 ８ 第（ ３）列的估计结果显示，低教育程

度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受高教育程度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显著影响，但是没

有受到低教育程度农户的显著影响。 表 ８ 的估计结果表明，高教育程度农户在不同受教育程度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当中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表现出非对称的同群效应，说明高教育

程度农户可以成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领导者” ，能够对其他农户形成示范带动

作用。 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教育程度农户具有较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其行为决策更容易被其

他农户所信任。 因此，高教育程度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能够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引起

其他群体的模仿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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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不同受教育程度子群中的同群效应估计

　 　 　 　 　 变量

是否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全样本

（ １）

高教育程度样本

（ ２）

低教育程度样本

（ ３）

同村高教育程度农户使用率 ０．１８２∗∗∗（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７）

同村低教育程度农户使用率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４００ ８０２８ ８８５４

　 　 注：①∗∗∗和∗∗分别表示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②控制变量包括表 １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③高

教育程度群体指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的农户，低教育程度群体指户主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户；④ＣＨＦＳ ２０１９ 数据

中部分村庄的户主受教育程度都为小学及以上或者都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因此表 ８ 汇报的估计结果中丢失了部分样本。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９ 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

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在村庄范围内存在同群效应，农户数

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决策会受到同村其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 信息传

递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年龄群体的数

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表现出对称性的同群效应，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

为则表现出非对称性的同群效应，说明高教育程度群体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

较强的示范作用。
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地

方政府应该加快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移动通信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是农

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基础，而且还能保障农户通过微信等线上方式进行社会互动，推动

农户之间信息的有效共享，进一步提升农户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水平。 第二，地方政府在

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时，也要注重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引导和推动乡村内部和谐友好的社

会交流，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上的乘数效应。 第

三，金融机构在下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时需要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在市场进入初期可以向农村高教育程度群体适度倾斜，充分发挥这类群体在农户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决策中的示范效应，带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提高，让广大农户共享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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